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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要素供给到产业承载力:新质生产力
培育的转化梗阻与协同偏差

———基于典型转型城市的实证诊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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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围绕转型城市新质生产力要素投入向产业产出的转化效率,构建“技术创新-人才支撑-产业承载力-制度环境”
四维感知框架,基于311份问卷开展诊断。采用主轴因子法(PAF)提取四因子,并以验证性因子分析(CFA)检验结

构效度。结果显示,产业承载力维度均值最低(3.82,满分5分),45.34%的受访者将“产业结构传统、新旧动能转换

缓慢”列为主要约束,44.05%指向数字人才短缺与结构失衡,32.48%认为政策落地不足。组间比较表明,政府/事

业单位/科研机构对产业承载力评价为2.11±0.58,显著低于企业主体(4.01~4.21),呈现政策预期与执行体验不

一致的“获得感错位”。据此提出以数智赋能提升承载能力,完善技术转移与协同治理机制,强化政策执行一致性,
促进要素向高质量产业成效转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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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在生产与管理环

节的广泛应用,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与产业运行逻

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2025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强
调,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,加快建设现代化产

业体系”[1]。在这一背景下,“新质生产力”作为一个

前瞻性概念应运而生,其核心要义在于以科技创新

驱动为底层逻辑,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,培
育具备“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”特征的先进生产

力,从而实现生产力“质态”的跃迁。在转型城市的

动能转换进程中,宏观统计指标的优化与微观主体

的实际感知并不完全同步。虽然技术与人才要素

在加速集聚,但受限于传统产业的接纳能力,生产

要素的转化效率仍然受限,导致资源配置与产业结

构升级之间存在错位。
为刻画要素投入向产业产出的转化机制,构建

“技术创新-人才支撑-产业承载力-制度环境”四维

感知框架,用于定位新质生产力培育中的关键约束

环节。本文基于典型转型城市的微观主体问卷数

据,采 用 主 轴 因 子 法 (principalaxisfactoring,

PAF)提取维度结构,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(con-
firmatoryfactoranalysis,CFA)检验测量模型的聚

合与区分效度;进一步结合组间差异比较与约束识

别方法,分析主体间制度体验差异及其对协同偏差

的影响,为优化要素配比与政策闭环提供可操作的

微观证据。

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
1.1 理论基础:新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

济学阐释

本文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,将其视为

该理论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继承与升华,新质生

产力的核心内涵在于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质态的

跃迁。李政和廖晓东[2]指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揭示了

新时代发展规律,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

果。在此基础上,周文和许凌云[3]认为新质生产力

实现了对传统模式的本质超越,是推动发展模式从

依赖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增长转向以科技创新驱动

的集约型增长。胡莹和刘铿[4]进一步剖析了其内涵

机制,指出在数字时代生产力三要素发生了质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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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,即劳动者从体力型转向高素质复合型,劳动资

料升级为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,劳动对象拓展至数

据要素,这种系统性变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构成

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,为典型转型城市实现价值链

攀升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1.2 文献综述

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实现路径的探讨已从单

点突破转向系统深化,形成了动力机制、要素配置

与制度保障的逻辑闭环。在动力与载体层面,主流

观点认为必须依托数字技术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

替代,构建技术创新与产业体系的深度耦合机制,
从而实现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型增长的根本转

变[5-6]。在此基础上,阳杨等[7]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

指出,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具

有显著的机制复杂性,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渗透促

进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增长。这种模式质变对

要素支撑提出了新要求,数智时代的人才培养需与

产业链深度融合,同时绿色化转型确立了高质量发

展的生态底色[8-9]。在制度保障层面,宽松的创新环

境与完善的体制机制被视为激发生产力活力的基

石,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形

成的制度性障碍[10]。
在承载侧,产业承载力研究多从城市综合承载

的产业子系统出发,围绕基础设施、科技创新、环境

质量与就业结构等要素构建指标体系,并借助分解

方法识别关键驱动因素,为解释“承载能力-产业绩

效”的传导链条提供量化证据[11]。但在转型城市情

境下,产业承载力不仅体现为资源与空间容量,更
关键在于对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的吸收能力、产业

链协同组织能力与新兴产业集群的集聚-扩散能力。
既有宏观测度虽能描绘总体格局,却难以捕捉重资

产路径依赖与本地产业耦合不畅等微观摩擦,也难

解释“要素供给增强但承载绩效分化”的现实张力。
围绕协同障碍与转化链条,政产学研协同研究

强调科技中介降低信息不对称、促进专利交易并提

升合作创新质量,同时指出其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

与结构边界[12];数字化水平提升可在知识产权保护

与企业吸收能力等门槛条件下强化协同创新绩效,
呈现非线性增强特征[13];从城市层面看,数实深度

融合除直接赋能新质生产力,还可能通过产学研协

同发挥中介作用并产生空间溢出[14]。上述成果为

识别“要素供给—技术转移-产业承载力”的断点提

供线索,但对转型城市中不同主体在政策预期与制

度体验上的系统性偏离仍缺少微观感知证据。

综上,既有研究在“要素供给-制度保障”的宏观

解释上较为充分,但要解释转型城市“投入增强而

绩效分化”的张力,仍需揭示承载侧与协同侧的微

观摩擦。本文所称“主体协同偏差”,指不同主体在

政策预期、制度体验与协同效率上的系统性偏离及

由此带来的转化成本,可外显为“获得感错位”“执
行反馈不一致”。据此,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:
一是产业承载力研究多停留于指标测度,较少沿

“吸纳-转化-扩散”链条识别中后段摩擦与绩效分

化;二是政产学研协同研究虽揭示中介作用与门槛

条件,但缺少微观证据刻画主体偏离。本文据此引

入“产业承载力-政策执行一致性”视角,基于微观主

体数据诊断转化梗阻与协同偏差,形成可操作的政

策闭环。
1.3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

基于前文理论阐释,构建“技术-人才-产业-制
度”四维整合分析框架。许嘉扬和郭福春[15]指出,
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以创新为牵引、要素深化为基

础、产业迭代为直接动力及制度变革为根本保障的

系统性工程,唯有四者实现有效集成与协同联动,
方能构成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动力机制。
为增强解释力,将“产业承载力”与“政策执行一致

性”纳入转化链条诊断,并据此提出H1、H2,在后文

以重复测量与组间差异检验验证。任宇新等[16]从

金融集聚与产学研合作视角讨论了新质生产力的

形成机制,指出产业结构刚性与合作转化链条不畅

可能放大要素错配风险;刘伟[17]强调完善的宏观治

理体系对克服创新盲目性至关重要,若政策传导机

制不畅,将直接削弱微观主体的获得感与预期。
在上述研究基础上,提出以下两个核心假设。
H1(相对短板趋势假设):在新质生产力培育

生态中,产业承载力维度受制于传统结构刚性与

承载力不足,其主体感知评价在均值排序与实践

意义上呈现相对偏弱趋势,构成转型城市的潜在

薄弱环节;
H2(主体类型差异假设):受制于政策传导时滞

与职能站位差异,体制内主体(政府/事业单位/科
研机构)对培育现状的评价将显著低于市场化主体

(企业),存在结构性认知偏差。

2 研究设计与方法
2.1 问卷设计与量表构建

构建“技术-人才-产业-制度”四维测量框架。问

卷分为三部分: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与认知题(Q1~
Q6),其中Q5~Q6 仅用于描述样本,不参与量表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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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;第二部分为核心观测题项(Q7~Q18),共12条,均
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;第三部分为约束识别题项

(Q19,多选),用于捕捉受访者对新质生产力培育主要

制约因素的主观判定,并与四维度量表结果进行交叉

印证。紧扣转型城市“新旧动能转换”特征,量表涵盖

技术创新(氛围与转化)、人才支撑(供给与激励)、产
业承载力(技改与集群)及制度环境(政策与要素)四
大维度。该量表设计逻辑严密,各维度题项设置与后

续因子分析结构严格对应,为后续信度、结构效度与

区分效度检验提供可操作的测量基础。
2.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

选取南方沿海某兼具“临港重化工业+现代海

洋经济”特征的典型转型城市。该市处于动能转换

攻坚期,产业二元结构显著,样本极具代表性。调

研以分层配额抽样为主,按行业与主体类型控制样

本结构,并辅以滚雪球方式扩展触达渠道以提高回

收效率,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11份。样本结构如

表1所示,高度契合城市生态:行业端覆盖绿色石

化、先进材料等传统支柱及数字经济、海洋经济等

新兴领域,真实反映结构性矛盾;主体端以民营企

业为主(50.16%),并纳入16.08%的政府/事业单

位/科研机构,旨在精准捕捉“政策供给”与“市场需

求”的视角差异。
2.3 数据分析方法

描述性统计采用SPSS26.0,除此之外,进一步

表1 样本基本信息(N=311)
变量 类别 频数(n) 比例/%

所属领域/行业

(Q1)

职位层级(Q2)

单位规模(Q3)

单位性质(Q4)

绿色石化 35 11.25
先进材料与高端装备制造 37 11.90
海洋经济 49 15.76
数字经济 45 14.47
现代农业 43 13.83
港口物流与现代服务业 48 15.43
政府/事业单位 27 8.68
高等院校/科研机构 23 7.40
其他 4 1.29
高层管理人员/决策者 5 1.61
中层管理人员 34 10.93
技术研发/工程人员 54 17.36
生产/运营人员 184 59.16
其他 34 10.93
50人以下(小微) 101 32.48
50~300人(中小型) 146 46.95
301~1000人(中型) 51 16.40
1000人以上(大型) 13 4.18
国有企业 47 15.11
民营企业 156 50.16
外资/合资企业 58 18.65
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机构 50 16.08

采用重复测量检验比较四维度均值差异,并以单因

素方差分析/Welch稳健检验与Games-Howell事

后比较检验主体类型差异,同时报告效应量以刻画

差异强度。在经验表征上,以不同主体类型的四维

度评分差距(尤其是产业承载力维度)及Q19约束项

选择率作为“政策执行一致性”与“主体协同偏差”
的代理指标。

3 数据分析
3.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

经检验,测量工具表现出稳健的心理测量学属

性。如表2所示,全量表的Cronbach’sα系数为

0.93,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介于0.82~
0.87,满足统计学要求。如表3所示,在结构效度方

面,KMO样本测度值为0.93,Bartlett球形检验呈

极显著性(χ2=2164.874,df=66,P<0.001),表明

样本适合开展因子分析。

表2 量表信度分析

维度 题项数
Cronbach’sα
(克朗巴赫系数)

总体量表(Q7~Q18) 12 0.93
技术创新(Tech) 3 0.85
人才支撑(Talent) 3 0.82
产业承载力(Industry) 3 0.87
制度环境(Institution) 3 0.84

表3 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

指标 结果

KMO(Kaiser-Meyer-Olkin)值 0.93
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(Approx.Chi-Square) 2164.874
自由度(df) 66
显著性(P) <0.001

3.2 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检验

3.2.1 探索性因子分析

考虑到12个题项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相关性,量
表结构或兼具一般因子与子维度特征。为检验维

度聚合情况,对Q7~Q18采用主轴因子法(PAF)及
Promax斜交旋转(Kappa=4)进行探索性因子分

析。如表4所示,四个子维度仍呈现清晰的题项聚

合模式,题项在所属因子上的模式载荷为0.557~
0.758,从交叉载荷看,仅Q10在非目标因子上的次

高载荷为0.348,其余题项均低于0.30,未形成实质

性交叉干扰,共同度为0.569~0.720,四因子累计

方差解释率为65.41%。这表明量表结构能够有效

映射转型城市在动能转换期“新旧杂糅”的复杂要

素特征,在强一般因子背景下,四维子结构仍具有

统计上的可辨识性,为后续通过CFA检验其区分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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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表4 主轴因子法(PAF)Promax斜交旋转后的因子模式矩阵(PatternMatrix)(N=311)
题项 制度环境 人才支撑 产业承载力 技术创新 共同度(h2)

Q7:科技创新氛围浓厚,创新意愿强 0.712 0.661
Q8:数字基础设施能满足转型需求 0.704 0.656
Q9:科研成果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应用 0.652 0.677
Q10:高技能/数字人才供给充足 0.589 0.576
Q11:教育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匹配度高 0.758 0.720
Q12: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吸引力强 0.557 0.569
Q13: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成效显著 0.641 0.660
Q14: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集群效应 0.699 0.692
Q15:产业链协同紧密,产业生态良好 0.702 0.698
Q16:政策支持精准有效,能切实解决企业痛点 0.649 0.635
Q17: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进展顺利 0.696 0.685
Q18: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机制畅通 0.633 0.620

 注:采用主轴因子法(PAF)提取,Promax斜交旋转(Kappa=4),报告PatternMatrix,|载荷|<0.40已抑制;共同度为h2;四因子累计方差解

释率为65.41%。

度提供基础,并进一步结合平行分析、MAP与CFA
对因子数与结构可辨识性作交叉验证。
3.2.2 验证性因子分析(CFA)

基于12个题项实施平行分析与Velicer-MAP
检验,结果显示数据存在较强一般因子。平行分析

(1000次随机抽样、95%分位基准)显示仅第1特征

根高于随机基准(λ1=6.60>λ1*=1.42),从第2个

特征根起即低于随机基准(λ2=1.02<λ2*=1.30);
Velicer-MAP检验在提取1个因子时达到最小平均

平方偏相关(MAP=0.031)。结合理论预设及

EFA题项聚合结果,进一步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

CFA,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(χ2/df=1.84,CFI=
0.958,TLI=0.946,RMSEA=0.052),支持四维结

构的结构效度与模型可辨识性。Harman单因子检

验显示未旋转第1因子特征根为6.60(解释55.0%
方差)。

4 实证结果与假设验证
4.1 发展不均衡诊断:产业承载力相对不足(H1检

验)
为检验H1,将四维度得分作为同一受访者的

重复测量变量进行比较。结果如表5所示,制度环

境(M=3.93,SD=0.83)、技术创新(M=3.92,

SD=0.91)与人才支撑(M=3.90,SD=0.82)处于

相近水平,产业承载力维度均值相对最低(M=
3.82,SD=0.92)。Mauchly球形性检验不通过

(P<0.001),故采用Greenhouse-Geisser校正(ε=
0.608),校正后总体差异未达显著(F_GG(1.82,
565.37)=2.53,P=0.086),据此,本文不对维度间

差异作显著性断言,仅做趋势性描述。但从均值排

序看,产业承载力稳定居末。结合Q19中45.34%的

受访者选择“产业结构传统、新旧动能转换缓慢”为
主要约束,可提示产业承载力维度存在相对偏弱趋

势,H1获得趋势性支持。
4.2 主体获得感错位:体制内与市场端的认知偏

差(H2检验)
为验证假设 H2,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(ANO-

VA)考察评价差异。表6结果显示,主体性质对四

维度评分影响极显著(P<0.001)。具体表现为“评
价错位”:各类企业主体评分普遍高于4.0,显示较

高的政策获得感,而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机构主体

则骤降至2.1~2.5。Games-Howell检验证实了该

差异的统计显著性。这一分化具有深刻的制度意

涵: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机构作为供给侧主体,更
敏锐地感知到政策执行摩擦、传统产业转型黏性及

表5 新质生产力培育四维度评价及主要挑战(N=311)

项目 均值(M) 标准差(SD) 频数(n) 比例/%

A:四大维度描述性统计

B:主要挑战选择率

(Q19,多选,列前三项)

制度环境(Institution) 3.93 0.83
技术创新(Tech) 3.92 0.91
人才支撑(Talent) 3.90 0.82
产业承载力(Industry) 3.82 0.92
产业结构传统,新旧动能转换缓慢 141 45.34
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且结构失衡,人才外流严重 137 44.05
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,执行落地效果不佳 101 32.48

 注:B中比例为各选项被勾选样本数占总样本数(N=311)的百分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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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6 不同单位性质对四大维度感知的方差分析

A总体差异检验

维度
Levene
(中位数)p

ANOVAF P η2 WelchF Welchdf2 WelchP

技术创新 0.838 215.23 <0.001 0.677 229.84 118.09 <0.001
人才支撑 0.779 132.98 <0.001 0.565 115.09 114.86 <0.001

产业承载力 0.649 204.11 <0.001 0.666 179.00 113.13 <0.001
制度环境 0.758 177.31 <0.001 0.634 162.76 112.62 <0.001

B组均值加减标准差(M±SD)

单位性质 样本数 技术创新 人才支撑 产业承载力 制度环境

国有企业 47 4.29±0.50 4.16±0.52 4.21±0.53 4.24±0.50
民营企业 156 4.23±0.53 4.21±0.54 4.18±0.52 4.21±0.48

外资/合资企业 58 4.23±0.50 4.09±0.54 4.01±0.55 4.24±0.55
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机构 50 2.21±0.49 2.49±0.59 2.11±0.58 2.42±0.53

 注:Levene检验采用中位数稳健法,同时报告常规ANOVA与Welch稳健检验;η2为单因素方差分析效应量,在单因素设计下与偏η2等值,
事后比较采用Games-Howell;N=311。

成果转化梗阻,因此评价更为严苛,而企业端评价

可能更多受短期政策红利激励。这种显著的认知

差异验证了H2,即不同主体间在制度体验与协同

效率上存在结构性偏差,揭示了政策传导机制中的

非对称性特征。

5 讨论
基于实证数据,本文针对样本城市新质生产力

培育现状,揭示了以下深层特征。
(1)要素供给与产业承载力存在结构性错配。

四维度均值差异未达统计显著性,但在均值差距较

小的情境下,显著性不出现并不否定现实意义上的

相对短板,产业承载力维度均值最低(M=3.82),与
技术创新维度差值为0.10,且在排序上稳定居末。
同时,45.34%的受访者将“产业结构传统、新旧动

能转换缓慢”视为主要约束,说明短板更可能体现

为“承载吸收与转化效率不足”,而非单纯投入缺

口。结合题项结构,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与新兴产

业集群协同的感知偏弱,提示转化梗阻主要发生在

“要素输入-产业体系吸纳-集群协同扩散”的中后段

环节。
(2)主体评价悬殊反映协同机制的内生性摩

擦。单位性质差异检验显示,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

机构对产业承载力评价为2.11±0.58,显著低于企

业主体(4.01~4.21),呈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“获
得感错位”。供给侧主体更敏感于政策执行摩擦与

成果转化链条不畅,企业端则更易受到短期政策红

利与局部改进的影响。该“认知剪刀差”意味协同

偏差不仅是资源不足问题,更包含政策传导、制度

兑现与技术转移中的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。

6 对策与建议
相比单纯扩大要素供给,更有必要通过制度协

调和产业承载力提升,增强政策投入的实际转化

效果。
6.1 关键路径:以产业体系跃升为导向,系统强化

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承载能力

6.1.1 实施传统产业数智化与绿色化双向深度

改造

针对传统产业改造滞后问题,实施产业承载

力提升专项工程。建议设立产业转型引导基金,
聚焦绿色石化、先进材料及海洋水产加工等区域

支柱产业,定向支持智能车间与数字工厂建设,通
过确立行业标杆示范效应,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

决策风险,激发产业端对数字要素的内生需求。
在此基础上,构建能效约束与技术补贴双向激励

机制,对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业给予设备奖补,
驱动高耗能环节绿色化跃升。针对技术转移梗

阻,搭建跨区域高能级技术转移转化平台,引入外

部创新资源攻克关键工艺瓶颈,畅通科技成果转

化渠道,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与本地产业体系的

深度融合。
6.1.2 强化链式耦合:培育高韧性、强协同的新兴

产业共生生态

重构产业链治理逻辑,培育高韧性、强耦合的

新兴产业共生生态。破解“集而不群”难题,关键在

于打破行政分割,构建以价值链为纽带的深度协同

网络。建议实施“链主领航”工程,赋予核心企业创

新资源配置主导权,支持其组建创新联合体,将上

下游专精特新企业纳入统一技术标准体系。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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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断点,从传统招商转向精准“补链强基”,聚焦

关键缺环靶向攻关,促进技术溢出顺畅传导。同

时,建立跨主体利益联结与风险共担机制,推动产

学研用在研发至产业化各环节无缝衔接,打造资源

共享、优势互补的集群闭环,提升产业体系对新质

生产力要素的综合承载效能。
6.2 关键支撑:实施基于主体类型差异的精准化

要素与制度供给

为消解主体间的评价落差,政策重心从单向供

给转变为可预期兑现与协同转化。关键在于构建

政策执行的一致性机制,依托重点产业链统一口径

与流程,建设集受理、审批、反馈于一体的数字化平

台。通过公开兑现清单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,减
少信息不对称并降低执行偏差,从而提升制度环境

的透明度与可信度。同时,确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

的人才供给模式,联合多方制定紧缺岗位标准,实
施高层次引进与本地化培养并行的双轨策略。依

托产业学院与联合实验室等载体,强化项目实训与

技术攻关协作,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可量化的工艺

改进与产品迭代,实质性提升要素投入向产业升级

转化的效率。

7 结论与展望
本文基于311份有效问卷,在“技术创新-人才

支撑-产业承载力-制度环境”四维框架下,对典型转

型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培育状况进行系统分析。结

果表明,四个维度的整体评价处于中上水平,但产

业承载力维度均值排序靠后,呈现相对短板特征。
主体差异检验发现政府/事业单位/科研机构作为

供给侧主体,其评价显著低于作为需求侧的企业主

体,揭示了政策供给与市场体验间的认知错位。结

果表明,仅扩大要素投入难以自动转化为产业成

效,关键在于提升产业体系吸纳与转化能力,高效

的技术转移机制与政策执行一致性是解决要素供

给充裕但产业承载力不足问题的关键。在此意义

上,转型城市更应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技术转移

路径,并同步完善产业配套机制,以提升新质生产

力要素向高质量产业成效转化的稳定性与可持

续性。
本文局限在于结论主要基于主体感知的横截

面数据,难以捕捉动态时序变化,且网络招募样本

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。未来研究拟结合专利与投

资等客观指标开展纵向追踪,并引入方法因子检验

同源偏差以增强稳健性。后续还将拓展不同城市

类型的比较分析,进一步验证结论在转型区域的适

用边界,从而为地方政策优化提供更精准的实证

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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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FactorInputstoIndustrialCarryingCapacity:TransformationBottlenecks
andSynergisticDeviationsinCultivating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:

AnEmpiricalDiagnosisBasedonaTypicalTransitionalCity
CHENKaili

(ZhanjiangOpenUniversity,Zhanjiang524000,China)

Abstract:Focusingontheefficiencywithwhichfactorinputsweretransformedintoindustrialoutputsinatransitionalcityinthecultivationof
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,afour-dimensionalperception-basedframeworkincludingtechnologicalinnovation,talentsupport,industrial
carryingcapacity,andinstitutionalenvironmentwasconstructed,adiagnosticanalysiswasconductedbasedon311questionnaireresponses.
Principalaxisfactoring(PAF)wasusedtoextractfourfactors,and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(CFA)wasemployedtotestthestructural
validityofthemeasurementmodel.Theresultsshowthattheindustrialcarryingcapacitydimensionhasthelowestmeanscoreof3.82(outof
5).Inaddition,45.34%ofrespondentsidentify“atraditionalindustrialstructureandslowconversionofoldandnewgrowthdrivers”asa
majorconstraint,44.05% pointtoshortagesandstructuralmismatchesindigitaltalent,and32.48% considerpolicyimplementation
inadequate.Groupcomparisonsindicatethatgovernment/publicinstitutions/researchorganizationsrateindustrialcarryingcapacityat2.11±
0.58,significantlylowerthanfirms(4.01-4.21),revealinga“sense-of-gaindislocation”characterizedbyinconsistenciesbetweenpolicy
expectationsandimplementationexperiences.Accordingly,suggestionsareproposedtostrengthencarryingcapacitythroughdigital-intelligence
empowerment,improvetechnologytransferandcollaborativegovernancemechanisms,andenhancepolicyimplementationconsistency.
Keywords: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;industrialcarryingcapacity;transformationbottlenecks;synergisticdeviations;technologytransf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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